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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邢书航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 要】：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

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

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

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

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

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

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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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制是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传统历史学研究多注重探讨陆路保甲的推行实施。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水利

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强调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下社会人群的关注，清代沿海、内陆河湖地区水上居民

保甲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步推进。
①
江西地处沟通中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交通要道，境内五大河流汇入鄱阳湖，形成完整的向心状

水系，水陆联运优势突出，历史上有“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李肇《唐国史补》）的美誉。清代江西九江关、赣关的税收地

位举足轻重，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之前，“长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通道一直是南北商贸的重要路线。开展清代江西

船户保甲研究，有助于了解水保甲制管理下船户的生计方式，推进水域社会历史研究，也有利于丰富对国家权力控制地方社会

不同方式的认识。

清承明制，继续推行保甲制度，清前期推行保甲制有力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直隶和沿海地区，以应对贸易、人口流动等带来

的社会问题，江西也有一定程度实行。
[1](P204-205)

顺治年间，江西巡抚蔡士英曾大力推行乡约保甲。
[2](卷一二,P381-385)

清初官方对内陆地

区江湖船只的管理，主要集中于承担漕运、盐运、驿传等重要差务的船户，对民间一般船户的管理较为松散。清初逃人问题严

重，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凡是运送漕粮等船只有窝藏逃人的行为，船家处斩，船内财务充公。顺治十三年又规定由管理

官员为运粮船、军船、商船发放写有本船男女人数的印票，钞关官员核查后方可放行。康熙十一年（1672），责令押运官及千

总、百总将粮船、回空船的人数写给印票，严加稽查。
[3](卷一〇七《督捕一·则例》,P1438)

顺治、康熙时期官方针对承担差务的船户制定了一系

列管理措施，这些船户虽然承办公差，但也经常受到各方压榨，生活往往十分贫苦。
②

康熙末年的水保甲设置方面，广东沿海有所谓“澳甲”；福建有“鳌甲”；浙江亦对沿海居民编立牌甲，严格稽查。
[1](P170-177)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顺康时期内陆省份尚未设置单独的内河船户保甲体系，但这并不能说明此时各大江湖的治安良好，

很可能只是尚无暇顾及。康熙年间，福建有惯犯每年驾驶一种“古城船”往来于江西、湖北之间，揽载客货，商人贪图其价格

低廉租用，上船后就被绳子勒死。康熙三十年十二月，江西巡抚宋荦抓获了以李生林为首的 18名强盗，发现他们中的 5名首恶

已经谋害了 10 人。于是宋荦下令江西运载客货的船户一概用土著居民，以便姓名可以按籍稽查。
[4](卷四八《漫堂年谱二》,P1153)

但这样的措

施显然无法持续，亟须一种更加高效的船户管理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越省区间的经贸往来

十分常见，发生在水上的恶性事件也逐渐增加，维护水域社会秩序成为稳定地方秩序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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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陆地区水上保甲制度总体上将船户和渔户分开管理，本文主要涉及官方对运载客货等船户的保甲管理，但在讨论相

关制度设计和做必要对比时，也会涉及渔船编甲。本文利用清代政书和档案史料，结合官员文集，对清代前中期江西船户保甲

管理作历时性的考察，注重分析制度的地方实践，探寻船户管理措施前后变化的内在动因，同时以刑科题本观察船户保甲的具

体实施情况，在立足区域特殊性的同时，兼顾地方官员在江西和相关区域施政措施的延续性，尽可能比对其他内陆省区船户保

甲管理措施的异同，力图呈现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雍正朝内河航运发展与水保甲法的创立

雍正二年（1724）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南方水域出现了一种用蒙汗药谋害商旅的贼船，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雍正颁

发朱谕，认为当前的保甲之法“行于乡村尚未行于江湖，则弭盗之法犹有未尽”，要求严加缉查蒙汗药的药方，同时要求各地

以驾船为业的百姓需由保甲长或邻居等作保，官员发放写有姓名籍贯的印票，方可凭票在船行登记，揽载客货。雍正帝在朱谕

文末又写有大段小字，称赞满保的奏折来得正是时候，和他本人的意见不谋而合。雍正认为，这些为非作歹的贼人一定平日游

手好闲、无根无业，对这种人保甲长、邻居不可能不知，只是因为贼人大多凶恶，所以一般民众害怕报复不敢举报，地方官担

心受到牵连处分，武弁兵丁不想多事，地方大员也往往装作不知。他认为这些贼人是社会上重要的不安因素，指出查办这些贼

人是地方大臣的专责要务，并联系到上年“台湾袒背一呼数万之众”，即雍正元年台湾朱一贵的副元帅温上贵在江西万载纠集

棚民起事，黄本习、邹文诏在江西宁州纠集棚民起事的事件，要求地方的封疆大臣“留心黾勉为之”。
③[5](《闽浙总督满保奏遵旨严稽洋盗并缴上谕

折》,P126-127)
五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满保遵行上谕指示，率先推行内陆江湖船户的保甲编审。

雍正二年雍正帝下谕旨，要求以后漕船的水手、头舵应从本军择用。此前漕船的船员多雇佣无籍之徒，有的船员在漕粮兑

足后仍然拖延时日，用漕船运送自己揽载的货物，使得漕粮运送迟缓，漕船易致搁浅。漕船回空时途经产盐之地，雇佣的船员

又串通地方不法之徒夹带私盐。某些地方漕船水手甚至多为崇尚邪教之人，在民间为非作歹。
[6](《谕江浙等处督抚嗣后漕船务于本军内择头舵水手不许雇募无

籍之人》,P401)[7](卷二三,P374 下)
清代漕运水手中罗教信仰盛行

④
，所谓“邪教”应指罗教。雍正三年户部覆准将运送漕粮的官丁按保甲之法发

给腰牌，十船之间互相稽查，正丁雇募的临时人员由正丁作保，并未采用之前“从本军择用”的谕旨：

一应帮船除正副丁外，余悉仍旧雇募水手、头舵，其所雇募水手、头舵，责成各卫所及运弁正丁雇募，务择谙练老成、不

妄生事之人，开明姓名、籍贯，各给腰牌，严行保甲之法。令前后十船互相稽查，取具正丁甘结，十船连环保结，如一船生事，

将本船旗丁照例治罪外，十船连坐。
[8](卷四○《户部·漕运一》,P40a)

这其实是基于顺治年间漕运旧例而来。顺治十四年曾覆准粮道遵行“伍长保甲之法”；粮船鱼贯而行，互相联络，在经过

小溪浅滩时“五船各相援助”，还能互相监督，防止发生将漕粮折银盗卖的现象。
[8](卷四一《户部·漕运二》,P12a)

雍正《大清会典》载：

（五年）又覆准，各处舰瞅船等一切小船易于藏奸，令地方官取具船户、邻佑保结，编列号次于船只两旁，刊刻某处船户

某人姓名，给以印照，持照揽载。饬令地方各官、塘汛员弁不时稽查，倘书役有借端勒索情弊，该管官立拿枷示。其采捕渔船，

奸良更难分辨，照陆地保甲之例，以十船编为一甲，若一船有犯盗窃者，令九船公首。隐匿不报，事发将同甲九船一体治罪。

再各州县渔船停泊之处，百十成群，多寡不等。十船一甲之外，如有余船，即照保甲法编作畸零，行令地方官逐一详查编列，

倘有漏匿需索，察出严加治罪。
[8](卷一三八《兵部职方司·保甲》,P35b-36a)

华立曾依据《清圣祖实录》《清高宗实录》和道光《云梦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将清代制定船民保甲的原则概括为三点：

一是以船为单位进行编组，设置长正；二是在船上建标识代替陆地居民的保甲门牌；三是就船只停靠地点进行稽核。
[9](P98)

但从

上引雍正五年的定例来看，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将船户和渔户区分管理。
[10](P115)

这项定例的产生，实际上来源于湖广总督迈柱的《编

查渔船保甲疏》。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二日，署湖广总督福敏回京，江西巡抚迈柱升任湖广总督。
[7](卷五五,P834 下)

闻钧天在《中国保甲

制度》中说：“雍正六年迈氏（迈柱）官湖广总督，所论安息之政，以编查渔船保甲法，最为精审。”
[11](P351)

迈柱在“盗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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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八吉堡，设立了十分严苛的水保甲法，将一切渔船编联字号，并取五船互结，一船为匪，四船同罪，每天晚间还要对渔船

逐一查点。当这一办法推广到全国，适用于一般地区时，迈柱将连环保结的船只数量改为十只，与陆地保甲之数相应；但仍要

求船只每晚回归本埠停泊，每船船户不得超过二人，甚至对捕鱼的器械都作了严格规定。很明显，迈柱希望普遍推广的水保甲

法还是过于苛刻，于是在最终确定的雍正五年定例中，只吸纳了其将渔户编为“十船一甲”的基本规定；对渔户之外、日常活

动范围不离开陆地的其他船户，要求“邻佑保结，编列号次”即可。
⑤

雍正年间商业经济恢复，内河水运迅速发展，各地都注意完善船户管理制度。雍正九年，江西巡抚谢旻上奏说明九江关关

税征收中的徇私舞弊之处及改进之法，得到了雍正帝批准。九江关关税一直按船料征收而不按货物，书吏在判断船只大小时不

免发生任意舞弊的情形。谢旻上奏要求实行船只丈量法：“开明船户姓名、籍贯、税银数目填写印票，实粘船上，罩盖桐油，

俾弗损坏，并将税银额数于船身不可拆动之处钤印火烙，俾一望而可知其数，嗣后过关悉令照票征收。”
[12](《江西巡抚谢旻奏明税务私弊及肃清

之法折》,P112)
这和雍正五年船户保甲制度相同，都是利用写有姓名、籍贯等信息的印票对船只进行管理，而与之类似官方要求下的格

式化“雇船只契式”在元代就已出现。
[13](P159)

凌燽在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1743）春任江西按察使，在任十年间“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及乡约宣讲，尝试在宗族实行

族正与族约，是清廷宗族与乡村政策很好的实践者”
[14](P312)

。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Rowe）赞成凌燽是保甲制度“最热情

的支持者”，并引用冯尔康和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的观点，认为：“随着家族扩张的社会过程……江西政府已经上下

协同努力，强化保甲制度。这一直是雍正皇帝和他委派到江西的官员的政策重心所在。该计划主要是针对四处流动的人口，如

在山地的‘棚民’和船民（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加入令朝廷忧虑的秘密宗教组织，如罗教），但也在家族势力的核心地区实施。”
[15](P517)

前引雍正二年的朱批和谕旨也能证明这一观点，雍正帝将不良船户和棚民起事相联系，要求严厉查处漕运水手的罗教信仰

和不法行为，认为这些从事水上生计的民众很容易受到鼓动，成为威胁王朝统治的不安因素，因而要求严行保甲之法于水上。

船户保甲法虽然依据陆上保甲制度设置，但其核心内容又同早已实行的漕船管理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看，漕船水

手正丁甘结，而一般船户由保甲、邻佑公结；漕船水手各给腰牌，船户编号发给印票；漕船有“五船各相援助”“十船连环保

结”，渔船则“十船一甲”。凌燽作为“保甲制最热情的支持者”，在江西推行的保甲制，也普遍涉及了各类水上船只。

二、“编查保甲之一端”：乾隆朝江西船户保甲的大力推行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颁发谕旨，要求江南、江西、湖广等地严肃处理水域社会的治安问题，“江

岸湖边船只成群，任意揽载，奸良莫辨，商民被劫，所在多有”，指出由于“日久怠忽”，雍正五年定立的水保甲法“总不奉

行”，督促督抚认真办理。
[16](乾隆元年五月,P258)

雍正五年定例旨在发挥保甲的作用，而这项谕旨则主要针对塘汛兵丁。谕旨强调及时清

查船户，发挥保甲作用，使盗贼不能混杂于良民之中，认为防范盗贼的重点在设立汛兵更替制度，使兵丁不能包庇纵容，甚或

伙同盗贼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要求督抚“刻刻留心，时时察访”。这涉及清朝对船户的两种不同管理方法，正如江西按察使凌

燽所言：“今据各府详议，或请严保结于临船户族，或请重稽于行埠、汛兵，各执其是而不能相通。但船只既有不同，则稽查

势难画一。”
[17](卷一《请内河船只编号议》,P28 下)

（一）乾隆初年推行船户保甲以强化水域治安

雍正五年的定例只是简单地将船户和渔船分开，但内河船只究竟该如何“连坐互结”仍是困扰江西地方的问题。雍乾时期，

江西各码头口岸多为外来且样式不同的船只，这些船只虽然有固定的码头，但揽载客货去往之地不定，相邻船只也非素识，之

前江西巡抚宋荦“船户俱用土著”的办法显然无法继续。即使只让本地船只连坐互结，本地船只也往往“后先四出，回往糜常”。

刘诗古依据凌燽《请内河船只编号议》一文指出：“凌燽力图构建一套更为严密的船户管理制度，不仅包括对船户的登记造册

以及持照票通行，而且将乡保、埠头、汛兵、户族、邻佑及邻船等纳入连坐。”
[18](P206)

《请内河船只编号议》文末言“理合会详

宪台核夺批示遵行”
[17](卷一《请内河船只编号议》,P29 上)

，很可能并未实行。凌燽之后又有《请定汛兵更替并稽查匪船议》一文，是对前引乾

隆元年五月上谕的回应，取消了之前议定的船户由户族甘结。凌燽严格执行上谕，确立了“半年更替”“按季抽换”的汛兵更

替制度，并提出对拿获盗贼的兵丁给予奖励。地方官为在埠船只设立印簿，开列船户姓名，照例取具船户、邻佑、埠头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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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连保，之后方发给印照。行家、埠头负有监管之责，没有印照的船只一概不许揽载，外来船只则有行埠和同船帮甘结，发

给临时印票。渔船“立号编伍”，由保甲、塘汛一体查察，但并未点明采用“十船一甲”的保甲法。无票号船则直接视为匪船

抓捕。
[17](卷一《请定汛兵更替并稽查匪船议》,P30-31)

乾隆初年，水保甲制度在江西已经普遍实行，塘汛、地保在管理渔船时已经可以参考编列的船户姓名、字号、船只数目等

情况
[17](卷四《禁止渔船夜捕》,P137)

，但在某些地区仍有特殊船只成为漏网之鱼。南昌、南康、饶州、九江四府的救生船只已经编号登记，有

册籍可查，又有一种摆渡的夹桨小船冒充救生船只，乘危抢夺客商财物，这些夹桨小船“既未编列字号，又无册籍可查”。凌

燽要求四府查明救生船处所夹桨船船户的姓名年貌、籍贯住址，并造册登记，将这些船只编列字号，船身用粉底黑字大书船户

姓名、船只编号，用油刷盖。
[17](卷一《请严夹桨船乘危抢夺议详》,P36-37)

在船户保甲制度的地方实践中，凌燽根据江西各府的实施情况，及时调整

政策的侧重点，结合已经登记完成的船户册籍，力图将保甲全面覆盖于不同船只类型和采取不同生计方式的船户。这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从中也可以观察到船户保甲制度是如何逐步推广的。

乾隆六年七月，陈宏谋补授江西布政使，九月调任江西巡抚，此时凌燽还未离任。其实早在雍正九年，时任江南驿盐道的

陈宏谋就奏陈在驿各船宜一体编设保甲，之后在全国推行，驿站差船实行了保甲制。
[1](P253)

乾隆六年十二月，陈宏谋甫一到任，

就立刻下发了一篇严禁匪船的檄文，命令严查飞梭、“两头忙”等速度较快、易于藏奸，被用于偷盗的匪船。陈宏谋接到南昌

水师营守备冯灏的报告，称丰城县属屈家洲屈、孙等姓，尚有“两头忙”小船，在碰到汛兵缉查时谎称自己为“编号鱼船”。

可见这时渔船的编号工作已经普遍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凌燽在之前推行的船户保甲管理措施也已取得成效，汛兵履行了

稽查盗匪的职责，主动上报隐患。陈宏谋十分重视族房、保甲的作用，要求其查出并拆除匪船，再次强调“取鱼船只概行编号”。
[19](卷一二《严禁匪船檄》,P297-298)

鄱阳湖上分布有许多草洲，草洲上生长的野草是重要的肥料，刘诗古曾据档案和方志材料，讨论了乾隆九年三月都昌、新

建民人因采草发生的命案。
[18](P357-359)

这次命案发生前的四个月———乾隆八年十二月，陈宏谋为了防止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采草季，

两县取草百姓再次发生冲突，下发了规划十分周密的《预饬廵查新建都昌草洲檄》，其中涉及在都昌县取草船户中推行保甲制：

都昌采草船只每船用木牌一面，长二尺，宽一尺五寸，杆高四尺，大书“某县某甲某人”，饰以油粉，盖用县印，坚立船

头，以便稽查。……并令将木牌于取草之半月前，都昌县编号标发，将取草各户编成保甲，每船十只，佥差衙役一名，带同保

正一名，差保姓名一并填明木牌之内，随船稽查答应，如有越界，差保一并治罪。船内除镰刀而外，一切器械不许携带。……

今采草之期瞬届，地方官若不预先晓谕，早为编查，官则临时忙乱，民亦愚惑难晓，必致又踵前弊。仰司官吏即便严饬都昌县

作速照式制备木牌，务于采草之半月前编号标发，并将各户编成保甲，至期照数佥差衙役、保正随船跟押，稽查答应，船内逐

细搜查，除镰刀而外，一切器械毋许藏带。
[19](卷一六《预饬廵查新建都昌草洲檄》,P389-390)

遗憾的是，此举并未阻止命案的发生。船户需要野草作为肥料，可以用于自家耕田，也可以将其贩卖。在取草船户中采用

原本用来管理渔户时才会实行的保甲内容，还派出衙役、保正一同跟船，可见取草船户管理的困难，两县民户冲突的剧烈，亦

可见陈宏谋的重视。雍正五年定例并未规定将船户编立保甲、连环互结，但各地在执行中普遍采取了和渔船类似的保甲法。雍

正四年河南“将沿河过渡船只俱连环具保”，雍正五年浙江为了防范江湖盗寇，“水陆一体俱立保甲”。
[1](P234-244)

乾隆二十八年

湖南湘潭县知县张光绪将船户“十船编为一甲长”
[10](P119)

。鄱阳湖水域面积广阔，滋养着湖区及周边平原、山区居民的生活，维

护湖面秩序对稳定社会治安意义重大。陈宏谋根据江西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在新建、都昌县采草船户中推行十船一甲之法，

也与各地船户保甲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扩大化倾向相似。

萧公权认为陈宏谋是保甲制度最顽固的支持者之一。罗威廉则相信陈宏谋对保甲制度的认可十分有限，他指出：“没有任

何材料证明陈宏谋真正地相信保甲系统的自我约束功能，更不用说其促进文化启蒙的能力。至于说到保甲制度调解冲突的作用，

在陈宏谋 1758 年当江苏巡抚时呈递的奏章中，明确呼吁改革保甲制度，减少保甲人员的任务，缩小他们的职责范围。在陈宏谋

看来，保甲人员常利用这些职权在处理地方诉讼过程中营私舞弊，激起民愤。”
[15](P500-502)

但至少从雍正至乾隆初年陈宏谋在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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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推行水保甲的举措看，他还是相信官方引导下的保甲系统可以发挥自我约束功能。

（二）乾隆中后期船户保甲制度的更易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抚、治水名吏胡宝 6 再行严饬“编查船只，以靖盗匪”，将“水次商渔渡载船只编刻字

号，给与印照，久奉定例”，但官员视为故套，不能全力奉行，江湖之上仍然奸匪不绝。
[10](P116)

乾隆二十年，胡宝 6调任江西巡

抚，在任期间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设编船，严保甲，以息鄱阳之盗”
[20](卷四《河南廵抚兼提督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饴斋胡公墓志铭》,P5a)[21](卷六四《胡宝 6 传》,P14a)

。

乾隆二十年六月三十日胡宝 6 上奏指出鄱阳湖水域出现了潜行出没的匪船，原因是“一则编查未清，一则巡哨不力”，严饬地

方官“将一切船编入保甲，并将渔船、渡船及立棚放鸭小船统行编入”。
[22](卷四九一,P182)

这一时期船户保甲制度在内陆省区广泛施行，

胡宝 6 在江西延续了之前编查船只的相关措施。乾隆二十二年，署理江西巡抚阿思哈也奏请将鄱阳湖船只编保，以防盗贼。
[18](P207)

乾隆年间，江西抚州府、建昌府有一种“相识船”，停泊在港口要津，招徕客人登船，设赌局诱骗；广信府、饶州府有一

种“差使船”，冒充衙役上船检查，借机勒索；九江府、南康府则有一种名为“半边竹”的小艇，速度很快，每当大船遇风浪

搁浅，就乘机上船搬抢货物；南昌府则有一种“划子船”，以捕鱼为名，在夜间钻破他船船舱，偷窃钱物。经过历任官员的治

理，其余匪船均已偃旗息鼓，唯独钻舱的“划子船”屡禁不绝，这种船在丰城县一带最为猖獗。乾隆二十六年，江西按察使石

礼嘉颁定《编查船只章程》，限定各州县境内渔船及揽载船在文到三个月内“查取地、邻甘结到县”，编号领票，之后自行在

船榜刊刻编号。州县将船只名色字号及船户姓名造册呈送该管道府查考，同时注意到：

一、甲内业船各户应分别查编也。查江省船户，有以船为家，别无眷属住居陆地者；亦有眷属住居陆地，本身驾船出外揽

载者。应饬各州县于编查保甲时，将住居各都图内业船各户船归、船号，其住居陆地之丁口，仍编入保甲。至以船为家者，就

船编查，其船多之处，仿照保甲法立一船长，责令稽查；其船少之处即附陆地甲尾，归保长管辖。设有事犯逃匿，更得互相根

究。
[23](卷五《编查船只章程》,第 4 册，P30)

此时“各省（船只）俱已编号”，江西的渡船已经悬挂了标明船户姓名的木牌，但由于时日已久，有所模糊。
[23](卷五，第 4册,P26)

对比乾隆初年和乾隆二十六年的船户保甲制度，大致有四点显著不同：一是缩小编查船户保甲范围。石礼嘉将本地编查船

户保甲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以船为家者”，对自己和眷属住居陆地的船户仍编入陆上保甲，而非对船户一体“五船连保”。二

是仿照陆路保甲法设置船长。石礼嘉提出对船多之处“仿照保甲法立一船长”，船少之处仍附陆地甲尾，归保长管辖。三是建

立退出机制和票号继承制度。船户出现事故或拆船改业的允许其缴票销号，卖船或新添船只仍按之前编号给票。四是收取领票

编号的相关纸笔钱。具体费用为大船一只 10文，小船一只 5文，而凌燽在最初的《请内河船只编号议》中，提议该费用由地方

官自行捐备。两任按察使都十分重视发挥埠头、塘汛在水保甲中的作用，石礼嘉责成埠头稽查揽载船只的“编号领票”情况，

对从来不驶出数百里之外的小型渔船、艇只的编号，命塘汛及巡查兵役负责稽查。但也要指出《编查船只章程》中所提“江西

匪船犯事从无来自外省”，恐非其实。
[23](卷五《编查船只章程》，第 4 册，P28-31)

天津图书馆藏本《西江政要》中关于这一章程的最后几页有所残

缺，但可以知道《编查船只章程》至少在原先规定的三月期满后，还处于讨论阶段并未实施。

随后两江总督尹继善批复认为，编查船只虽为靖匪安良之法，但“无论大小船只概取地方甘结”，赴衙门编号给票，极易

发生趁机掯索的弊病，具体如何立法不致滋扰百姓，还需确切详议。从行文来看，后来还是不加区分是否住居陆地，采取了让

大小船只一概取地保甘结的办法。乾隆时期，江西规定州县官员每年在因公下乡时，要抽查各地编查保甲的实施情况，如果一

年内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州县官就要和巡检、典史等在每年农历十一月农闲分路稽查。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江西按

察司认为“编查船只与编查保甲无异”，提出各乡保长将保内大小船只编号开单送呈州县，州县载明档册后，按船将票发给保

长，保长再带回分发。如果保内有当时外出未及登记和买卖、新造的船只，需要保长在遇到公事进城时再行禀官注册，给票补

编。州县官员亦参照抽查保甲的方法赴地方抽查船只登记在册的情况，如果查到有漏编的船只则直接处罚保长。
[23](卷六《编查船只令保长

开报给票记档抽查》，第 4 册，P12-13)
乾隆二十九年江西的钻舱盗匪还未禁绝，官方督促“地保看守，汛兵稽查”，要求地保、塘汛、巡缉弁员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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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查禁渔船夜间捕鱼的情况，并将各州县境内的渔户按照原定方案，“再加逐一查编，出具互保切结”，一船为匪，诸船连坐。
[23](卷八，第 5 册，P25-28)

康熙末年，官员已经在江西大力推行保甲制，及至乾嘉时期，江西已基本建立起以保甲制为核心，以乡保、地保为主的地

方职役体系。
[24]

乾隆中期对渔船及船户的管理章程逐步规范，水上保甲法的设置愈发完善，陆路保甲的推行较水上有力，编查

船户作为“编查保甲之一端”
[23](卷五《编查船只章程》，第 4 册，P31b)

，与陆路保甲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官员在推行水保甲制时，也十分重视

发挥乡保、地保、埠头、船行、汛兵的作用。江西按察使凌燽颁布法令强调：“装载货物，雇写船只，务须凭行揽写，开明行

李货物，包客运送，倘有失事，一惟行家是问。”
[17](卷三《查禁匪船》,P118 上)

乾隆七年元月，江西巡抚陈宏谋发文通饬，在有船行的地区

刊立木榜，严格规范埠头抬价勒掯的行为。
[19](卷一六《禁埠头索用檄》,P299-300)

“埠头”，即负责码头交易的中介人员，清代埠头雇船范围由

明代的民用拓展为官民合用。江西各地从康熙年间就已逐步“裁驿丞，归州县”，将驿站事务归于州县管理。
[25](卷一四《职官下》,P306-312)

乾隆中期，江西官员曾下令治理因为给价不足发生的船行、埠头对承运差使财货的抽扣侵吞。
[23](卷八，第 5 册，P34b)

乾隆时期，湖南湘

潭甚至出现了沿河宗族以族产形式向官府登记的埠头。
[10](P121)

有学者认为：“这一改革最终迫使地方州县在各项官办用船事务当

中引入中介机构。在实际运作中，官府官员公务往来、物资运输等用船事务逐渐统一交付民船进行办理。而原本用以区别官用、

民用（商用）船务的渡口、码头（官埠、民埠、官渡、私渡等），也有逐步整合的趋势。”
[26]

民间牙行、行会的壮大，促使官

方逐渐转变为依靠设置船长或利用乡保、地保对船户进行管理的模式。

三、嘉道时期船户保甲管理的弱化

嘉庆年间开始，江西船户保甲的推行力度逐渐减弱，官方在大力引入新的河保、巡河委员力量管理河道的同时，结合之前

已经发挥作用的民间地保、埠头、船行和官方塘汛、巡检，共同实现对水域社会秩序的控制。江西船户保甲制度的变化，也体

现在清代中晚期地方政府社会控制模式转变的整体趋势中，即“地方政府不得不放弃以静态化、制度化权力控制基层社会的努

力……通过以突发治安事件为中心、以动态监控为主的控制方式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27]
。

早在乾隆四十二年，江西通舟水道已经设立了河保里长。
[13](P159)

乾隆五十四年又在省会南昌的河下码头设立河保，稽查上下

河道，提出“靖匪安良全在寔力稽查”。
[23](卷二八《严查栅栏更夫并马头河道派委员弁兵役及河保实力查缉分别劝惩》，第 7 册，P1)

乾隆五十八年，官方面对久禁不绝的

钻舱盗匪，饬令往来船只“联舰综衔尾”，夜晚停泊于塘汛、村庄，已经不再要求渔船编审保甲、连环保结，而只强调造册备

案，命令兵役、河保人等寔力巡查
。[23](卷三二《禁止鱼船夜捕并缉查河道》，第 8 册，P1b)

嘉庆二年（1797），各处河下出现了设局诱赌的相识匪船（即

前引“相识船”），江西按察使汪志伊将匪船作乱的直接责任人定为河保。
[23](卷三六《按察使汪严查地方弊端条示》，第 9 册，P6b)

嘉庆三年江西为了治

理玉山县船户行窃的积弊，要求铅山、玉山二县船行再次开造清册，登记船户姓名、年貌、住址，出具保结，以备查验。在此

之前当地的剥载船户已在船行完成了编号登记。
[23](卷三七《玉山县船户行窃客货分别查禁章程》，第 10 册，P55-57)

嘉庆七年，星子县船户刘胜会船只遭遇恶风

失事，巡丁弓兵和河保等人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
[28]

嘉庆十年六月，大庾县码头立碑示禁，明确运载客货的船户必须在船侧

油写姓名编号，否则一律视为无籍匪徒，不准受雇。
[29](P86)

嘉庆十四年江西“商民报窃频闻”，官方发布长篇文告，要求沿河大小船只“查照向例”编列字号，刊刻在船身，用大字

写明州县、都图、姓名，采取五船互保之法，造册送县备查。对于经常在江西揽载客货的外来船只，饬令一同归埠编号，入册

稽查，仍派河保、汛兵随时巡查。民间割草捕鱼的小船也一同编号，同时禁止夜捕，命令汛兵、地保、河保负责监督。还要求

地保、汛兵在各船停泊之处轮流击柝，彻夜巡逻，在客商往来的重要港口搭盖窝棚值守。同时各属地管辖的河面按月分段，派

出员弁在江湖要路巡查。
[23](卷四六《嗣后沿河船只悉令编列字号船旁大书都图姓名五船互保出结严禁草船渔船夜游夜捕并巡缉河道员弁兵役分别劝惩鼓励及稽查丰高二县连界地方藉称挖煤乘便肆窃豢匪等款》，第 13 册，P41-45)

江西地方放弃仿照陆路保甲在船户中设置“船长”，但仍采取“五船互保”之法；对渔船也未提及设置十船一甲。

嘉庆二十年四月十八日，针对御史石承藻奏请在江湖水次设法巡缉的折件，嘉庆帝认为，“现在直省城市乡村严行保甲，

匪徒无从栖止，势或遁入水乡，亦事之所有”，因而传谕湖北、湖南、江南、安徽、江西督抚各于所属“江湖水面认真稽查，

或船只编列号次，责成地方营汛文武员弁慎密巡防，以期摘奸发伏，有犯必惩，用补保甲所不逮”。
[30](P161 下)

从雍正朝开始将保

甲行于江湖，到嘉庆时倚重军事力量维护水域社会秩序“补保甲所不逮”，侧面说明了历经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清廷已逐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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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强调在内陆地区单独设置一套并行的船户保甲体系。萧公权认为：“保甲组织另一值得引人注意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由各地

编组居民自己来管理运行；而地方官员只负责监督，并不直接参与。这种规定的优点在于：一方面，通过寻求本地居民的帮助，

政府不用成倍地增设官员，就能够在遥远的小村子施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把保甲组织置于地方官员的监督之下，从而防止

了保长、甲长手中的权力或其影响过度膨胀。”
[31](P61)

内陆江湖的水保甲体系在创设之初，就处于官方力量的深度参与之中，在

依靠民间力量自我管理成效较弱的情况下，原先监督船户保甲推行的塘汛成为官方倚重的维护水域社会治安的真正主力。嘉庆

时期江西的保甲推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虽有保甲之名，而无保甲之实”的局面。
[23](卷四八《嗣后上控准理押发之案定立限期审办诬告之案据实严办

编查保甲申明定例通缉人犯限缉分别功过》，第 14 册，P23a)

刑科题本中的实际案例也能够体现嘉庆时期船户保甲制度的局限。嘉庆十四年十一月，江西南昌府新建县拿获船户赖祥青

等盗卖林乔英纸块一案中，官方承认：“各犯在外为匪，原籍父兄、牌甲无从查察。”
[32](《江西新建县拿获船户赖祥青等盗卖林乔英纸块案》,P1752)

嘉庆二

十年吉水县同水乡的一个村庄中，全村大小船只一共 300 余只，但在一些水运不太发达的县区没有设立船行，官方也就无从利

用船行对船户进行监督。
[33][34]

嘉庆四年十月初七，武宁县船户刘横奥的船只停泊在栗脑埠河下，二更时船只失火，之后刘横奥

与其兄刘横诰乘机将船上的货物盗卖。案发后官员提审了犯人的牌甲长卢其运和族邻刘洪诵等到案，可能由于案件事实比较清

楚，并未对结保的其他船只连坐。
[35]

冯尔康指出，雍正朝编审停止之后的保甲法与之前不同，包含调查户口与维持治安两项内容，突出了治安管治的性质。
[36](P360)

而保甲制度的治安管治性质又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补充替代。道光初年，江西大规模推行巡河委员巡查河道的制度，直至道

光十五年（1836）方因经费不足，裁撤南昌、饶州、临江三府巡河委员。
[37](P39-50)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御史黄赞汤

上疏请求预防客货分流导致江西、广东船户、挑夫的失业问题，江西巡抚吴文镕接到谕旨后进行调查，认为“各处船户亦均设

有船行，有保家，层层防范”，总体上得出“似不至因此而失业为匪”的结论。
[38](卷九《覆奏体察挑夫船户情形折》,P59-61)

船行、保家对船户进行

监督，契合雍正五年定例的规定，但和乾隆、嘉庆间推行的五船互保或仿照保甲法设立船长的严密制度又有不同。事实上，之

后的太平天国起事中，江西的脚夫、船户大量参与其中。咸丰年间清廷诏令各地设办团练，委办广饶九南团练的江西贵溪人姚

步瀛在《拟办贵溪县团练章程》中针对“奸民”冒充商贾，周流往来于舟楫之间的情况，提出：“今拟河岸添设河保，照保甲

式备造循环二册。每船给一门牌，详载舵工、水手、家长、客商几人，某某姓名，本地则载某都某甲，异地则载某省某府县，

来从何处，去往何方，装载何物，注明日月及船之大小名字。一一盘查清楚方准放行，但不许索诈钱物。”
[39](P25)

可见此时贵溪

县并未设置河保，对船户编号给牌的船户保甲制度很可能也已寝废。

四、余论

康熙末年清廷在海上实施澳甲、船甲制度，“利用港湾、航道的固定性以及海上补给来源的确定性来掌握海上漂泊无定的

船只渔民”
[40]
。清代内陆水保甲设置时间晚于沿海，与人们的一般认识不同，承平时期来往于广阔江湖、能从容觅岸停泊的内

陆船户，流动性远大于海上船只，因而在制度设立之初就需要塘汛、船行的共同监督。船户的巨大流动性对连船编甲作用的削

弱，是贯穿于清代内陆船户保甲制度中的根本矛盾，也是清代江西官员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具体实施方案的内在动因。

雍正时期，清廷为了维护水域社会秩序，防止水上贼盗演变成威胁王朝统治的动乱分子，参考陆上保甲体系，在吸取了清

初漕船管理的部分内容后，设置了内陆江湖的水保甲制度。直到乾隆年间这一制度才得以广泛推行，各地官员在落实船户保甲

制度时普遍采取了和渔船类似的方法，对一般船户编立保甲、连环互结，比原有制度设计更加严格。在雍正五年定例中，清廷

只是简单地将船户、渔户分开管理，但在江西地方的推行中，官员注意到船户有本地、外来之分，本地船户有以船为家、住居

陆地之异，在不同地区又有船多船少之别。于是不同时期的官员根据自身经验和实际情况对船户保甲制度斟酌损益，做出调整，

虽然在船只连环保结的具体数目、是否设置水保甲长官等问题上来回变更，但总体上构建了一套依靠地保、塘汛、巡缉员弁等

共同参与的制度。日本学者松浦章认为，给予雍乾时期中国社会的安定以经济基础的，正是连接水系之间的水运。
[41](P26)

船户保

甲制度在维护水域社会秩序，保证内陆河湖的水运畅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民间牙行、行会的壮大，官方通过管理船行、埠头的方式，实现对船户的间接控制，然而还是没能解决水上治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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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弊病。杨国安、徐斌的研究显示：“晚清的汉口地区，以船户、埠头等水保甲制度为基础，以巡河委员为核心，以塘汛、

水师等军事力量为依托，试图构建一张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防控网络。”
[42]

从清代前中期江西地区水保甲的实践看，地方官

员在制度实施中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这些力量的参与程度也随着时间演进有强弱变化。嘉庆年间开始，江西船户保甲的推

行力度缓慢减弱，官方依然采取对船户编号给票、互相保结的基本制度，与此同时开始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参与河道管理，

最后因经费不敷被迫调整设置区域。官方文件中逐渐减少强调推行船户保甲制度，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失

效，为之后太平天国起事时江西脚夫、船户大量参与其中，官方军事力量受到打击导致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直到咸丰年间各

地兴办团练，水上保甲制度才被重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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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学界关于清代内陆水上保甲制度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国安、徐斌对两湖地区水保甲编排和晚清汉阳府保甲局的考察。陈

瑶关于湖南湘潭县河道埠头制度的研究中亦有涉及。针对江西地区的考察，有刘诗古对清代鄱阳湖渔船户编保稽查的论述。以

上参见后引参考文献。此外，涉及清代江西水道航运的相关学位论文中也有讨论，如杜佳《清代中期江西水运航道与航运状况

研究》(云南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周斌斌《清代江西河道管理制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 2021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康熙十八年二月，著名廉吏宋荦奉命视榷赣关，当时三藩初平，往来商船寥寥。宋荦注意到赣关同时征收货税和船税，

较九江、芜湖诸关税额尤重，于是下令蠲除船税 7000 余两，树立《赣关蠲除船税碑记》，促进了商贸往来，应收税额也没有减

少。(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六《赣关蠲除船税碑记》、卷四七《漫堂年谱一》）康熙二十七年宋荦调任江西巡抚，他先后四次

上疏请求拨发运送漕粮的脚耗钱，停止追回已发脚耗，并请求更订《赋役全书》。江西有漕州县多地处偏远山区，运输航线要

经过布满砂石的险滩，而军船庞大，不能直接到达受兑，需要船夫用过滩小艇、竹筏等载出，遇到搁浅还要雇佣人力盘剥分载，

所以脚耗钱为“江漕必需耗费”(《西陂类稿》卷三三）。宋荦心系“赤贫无着之夫船”的疾苦，维护了船户的利益。直到嘉庆

时期，京畿地区仍然出现船户投充王府宗室的事件(《嘉庆十一年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史料》，《历史档案》1993 年第 3期）。

③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为在以驾船为业地方严行保甲法事谕旨》(档号:04-01-30-0405-016）。另《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开放档案目录》将其“原系年”误作雍正七年。

④关于清代漕运水手罗教信仰的相关研究，参见曹金娜《清代漕运水手研究》(南开大学 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参见(清）迈柱《编查渔船保甲疏》(《清朝经世文编》卷七五《兵政六·保甲下》，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光绪十二年思

补楼重校本，中册，第 1856 页下）。《清朝经世文编》将此疏时间定为雍正六年，但从雍正《大清会典》记载和迈柱任职的时

间看更可能是雍正五年。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摘 要】：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
	【关键词】：
	一、雍正朝内河航运发展与水保甲法的创立
	二、“编查保甲之一端”：乾隆朝江西船户保甲的大力推行
	三、嘉道时期船户保甲管理的弱化
	四、余论



